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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地区贡献的内陆化演变与解释
——基于1982-2008年省区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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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受到了世界关注。由于政策环境
和地理基础的差异性，地带间差异成为中国城镇化空间差异的主要特征：在多元动力的共同
推动下，东部十省的快速城镇化为全国的城镇化进程贡献了49%。新世纪以来，随着西部大开
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三大区域发展战略的相继提出，政策和地理基础的地带
间差异逐步缩小，国内外投资重点向内陆转移，外出务工人员的回流与创业成为人口流动的
新特征，带动中西部地区对全国城镇化的贡献迅速提升，中国城镇化的重心向内陆转移，省
区城镇化趋同现象比较明显。这些新现象在2005年以来更加强化。实证结果表明，区域发展
战略的提出促进内陆省份对全国城镇化的贡献率提高了8.7%，但并没有对中国省区城镇化的
动力机制产生影响；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和国际市场的开拓将成为内陆地区城镇化的重要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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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 30年，中国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国统计年鉴 2009》数据表
明，中国的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8年的45.7%，城镇人口从1.72亿增长
到 6.07亿，每年平均增加约 1447万城镇居民，人口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 0.93个百分点。
中国长期持续的大规模快速城镇化逐渐为世界所关注[1]。

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是区域城镇化的核心动力[2-3]，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国家政策则
是中国30年来区域发展和城镇化的地区间不平衡性的主要来源之一[4-6]。改革开放后的前
20年，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重点向沿海迁移，一系列经济制度的市场化从东部地区开始。
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基层集体和个人成为政府之外的又一城镇化组织主体，同时外资、
私营与国有企业齐头并进，东部沿海和南方省区的城镇化推动主体逐渐多元化，成为国家
城镇化的区域重点[7-8]。以乡镇企业主导的“自下型”城镇化和外资主导的“外向型”城镇
化是这一时期的典型模式，二者所在的长三角和珠三角也为当时全国的城镇化作出了最大
贡献[9-11]。东部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的地带性差异是这一时期城镇化空间差异的核心
特征，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区域发展政策被认为是城镇化空间格局形成与
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2, 12-13]。

作为区域发展水平的两种测度指标，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二者的地区
差距同样相互影响，互有贡献，对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系统描述和解释同样有助于对城镇
化格局演变的理解[14]。省区经济增长的发散化在20世纪80-90年代不断强化，这种差异性
同样主要体现在各大地带之间，地带内部反而出现了“俱乐部收敛”的趋势，东西差异成
为中国省区间差距的核心特征[15-19]。Jian等认为这是由于中央政府给予沿海的特殊优惠政
策造成的[20]；Fleisher和Chen则认为沿海地区有利的地理条件对其快速发展同等重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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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与中国城镇化区域差异的解释不谋而合。Démurger等系统的
实证研究证实了二者在1978-1998年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指出所谓的优惠政策实质上是
取消管制的政策，以使地方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4]。樊纲等对中国省区市场化进程综合评
价的结果发现东部最高、中部其次、西部较低的特征十分显著，从侧面证实了这种
解释[22]。

21世纪以来，东部优先发展的区域开发战略发生了很大变化，西部大开发、东北等
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等政策相继实施，曾经东部地区独有的优惠政策体系逐渐向内
陆地区扩展。中西部地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提高了地带间交通联系的便利性，内
陆地区参与全球分工、拓展国际市场的区位劣势逐渐弱化。姚洋的跟踪研究发现，沿海区
位和国家优惠政策在1999-2006年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了对地区差异的解释力[23]。同时，随
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国内需求大幅增长，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有
所降低，中部地区的国内区位优势得以体现[19]。加之东部地区受到劳动力紧缺、土地资源
约束和国际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综合优势有所弱化。在政策和区位条件均一化、东部
综合优势有所弱化的趋势下，中西部对国内和国际投资的吸引力有所增强，迁移人口的回
流现象越演越烈，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出现了久违的好势头[24-25]。

在区域开发战略、宏观经济政策和区位因素的空间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新世纪的前几
年，以人均GDP衡量的省区间差距的扩大趋势出现了大幅度的减缓，2004年出现了地区
差距缩小的迹象，地区间条件收敛趋势十分显著[26-27]。城镇化的省区差异性是否出现了类
似的趋势？东部是否仍是全国城镇化的最大贡献者？中西部地区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对城
镇化的贡献？变化的原因何在？趋势如何？本文通过近30年来(1982-2008年)的省区城镇
化数据，从空间格局的角度考察新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的新变化。

2 城镇化贡献的地区分解：方法与解释

2.1 全国城镇化的地区分解
人口城镇化水平变动是分析城镇化空间格局变迁的常见指标，然而鉴于城镇化是一个

过程概念，考察其推进过程中各地区的角色转变，需要将各地区城镇化水平变动与其人口
规模相结合考虑。中国省区间人口规模差异大、人口省际迁移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突
出，人口规模在各省区对全国城镇化进程贡献的影响尤为重要。本文试图建立一种因素分
解的方法，将人口规模和人口迁移纳入考量，可能会优于基于单纯城镇化指标的分析。

定义全国的期初和期末总人口分别为P和P*，城镇人口为C和C*，城镇化水平为U和
U*，i为地区代号，则期末全国城镇化水平可以作如下分解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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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期内全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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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各地区对研究期内全国城镇化水平提高的总贡献为Ti = Gi + Mi。 (4)
人口的区际迁移和就地乡城迁移是区域城镇化的两种基本形式。任何省份人口城镇化

水平的提高都会直接推动全国城镇化的推进，该省城镇化水平提高越快、全省人口规模越
大，则对全国城镇化的贡献越多。因此定义Gi为 i省对全国城镇化的“水平贡献”。

然而，对于中西部很多人口大量迁出的省区，即使没有本地工业化和城镇人口的增
长，农村人口外迁导致的总人口下降同样会提高本省城镇化水平，故而其水平贡献Gi有虚
高的成分；而东部沿海城市吸纳外来人口带动省区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幅度要远低于吸纳等
量本地农村人口的幅度，故而其水平贡献有被低估的成分。这种虚高和低估正是中国大规
模省际人口迁移的城镇化特色造成的，可以将其定义为人口迁移对全国城镇化的贡献，即

“迁移贡献”Mi。对于人口净迁入省份而言，迁移贡献Mi一般为正值，对全国城镇化的总
贡献Ti高于水平贡献，可以理解为当地的发展提高了其他地区的城镇化；而人口净迁出省
份的迁移贡献通常为负值，对全国城镇化的总贡献低于水平贡献，可以理解为当地的城镇
化依赖其他地区的发展而提高。由于加入了各地区初期城镇化水平作为权重，全国总体的
迁移贡献M则反映了人口区际迁移的方向：人口普遍向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迁移，则M
为正值，反之M为负值，M值的变化能够定量地反映这种区际迁移总体趋势的时序变动。
迁移贡献Mi的定义实际上暗含了一种假设，即城乡人口的迁出率相同、外来人口迁入城乡
的比例与迁入地城乡结构相同。这一假定与现实相差较大，却是该类方法的所有应用研究
中的通用假设[28-31]，对于人口城镇化过程的分析而言，后文的分析表明，这种假设并不影
响结果，反而有助于对人口迁移和就地城镇化两种城镇化模式之间关系的理解。

由此，本文定义各地区对全国城镇化的水平贡献率GRi = Gi/ΔU，迁移贡献率MRi =
Mi/ΔU，则总贡献率 TRi = (Gi + Mi)/ΔU = GRi + MRi。对于人口迁出地，MRi < 0，TRi <
GRi；对于人口迁入地MRi > 0，TRi > GRi。
2.2 数据

本文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省区城镇化对全国城镇化的贡献及其变化规律。鉴于城
镇化数据的可靠性，研究起始年份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为保证城镇人口统计口径
的一致性，1982-2000年分省城镇化水平采用周一星等修正的结果[32]，2005年和2008年分
别采用1%人口抽样调查和《中国统计年鉴2009》的数据。总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指
标的数据取自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1982 和 1990
年没有纳入统计的部分指标从《新中国统计六十
年》中获取。研究期中，海南、重庆分别从广东、
四川分离出来，分离之前的贡献按照之后各期两省
贡献率比值的均值分配，但解释模型中仍以当时的
省区划分为准。

3 中国人口城镇化的省区贡献

3.1 中国人口城镇化重心的移动①

以省区为基本单元计算的中国城镇人口和城镇
化水平的重心均位于河南省境内。由于东南方向人
口分布较为密集，相对而言，城镇化水平的重心更
偏西北，而城镇人口的重心则偏东南 (图 1)。城镇

① 重心的计算公式为：X t = ∑(M t
i
xi) ∑M t

i
，Y t = ∑(M t

i
yi) ∑M t

i
。其中X、Y分别表示城镇人口 (或

城镇化水平) 重心的经、纬度；xi和 yi分别表示各省区中心的经、纬度；Mi表示各省区的城镇人口 (或城镇
化水平)；t为计算年份。

图1 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重心的移动
Fig. 1 The movement of China urbanization's

center of gra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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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和城镇化水平重心的移动表现出类似
的规律性，新世纪以来均出现了一些新的
变化：重心移动速度明显放缓，城镇化的
空间差异逐渐弱化，呈现出更均衡的空间
格局；主导的移动方向从由北向南到由东
向西转变，城镇人口重心的这种趋势转变
尤为明显。反映出城镇化的南北差异快速
降低，而内陆地区则在全国城镇化过程中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然而，中国的版图形态很不规则，比
如广东省虽为典型的沿海省份，但从经度
来看却在全国城镇化重心以西，即使北京
也只在城镇人口重心稍偏东的经度上。因
此，重心指标虽然能较好地描述城镇化空
间格局的变动趋势，更深入的分析却需要
从分地带、分省区的视角做进一步考察。
3.2 各省区对全国城镇化的累积贡献

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由 1982 年的
20.6%提高到 2008 年的 45.7%，26 年间提
高了 25.1 个百分点 (图 2)。根据上文设定
的方法，将城镇化过程分解到各省区，结
果表明，东部地区是中国城镇化的最主要
地区，通过本地城镇化和吸纳大量的外来
人口两种方式推动中国城镇化，对研究期
内中国城镇化的贡献率高达 49.0%，既包
括按假定城乡结构吸纳外省迁入人口的迁
移贡献 6.1%，也包括本地乡村人口和假定迁入农村的外来人口向城镇居民转化的水平贡
献 42.9%②。中、西部地区对中国城镇化的贡献率大致相当，将农村人口迁出的城镇化效
应1.6%和0.7%扣除后，本地工业化带动的就地城镇化分别贡献了24.9%和22.4%，后者的
影响远大于前者③。而东北地区对全国城镇化的贡献率则仅有3.8%，作用非常微弱 (表1)。

在省区水平上，① 广东省的贡献率最高，达13.6%，其次为江苏省和山东省，分别为
8.45%和 7.62%。3省对全国城镇化的累积贡献率合计达 30%。② 河南、四川、湖南、安
徽、湖北等内陆省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幅度虽不大，却因庞大的人口规模而对全国城镇化
的贡献均达到4%以上。虽然这些省份同时也是人口迁出大省，从本文的结果来看，人口
的外迁本身并非带动迁出地人口城镇化的主要力量，本地城镇的发展才是推动中西部地区
城镇化的主要因素。③ 各省区的迁移贡献中，广东、北京、上海分别以 3.62%、1.1%和
0.9%的贡献率位列前三位，相对而言，虽然江苏和浙江也是人口迁入大省，迁移贡献却受

② 由于分省城镇化统计与全国统计的略微差异，各省区城镇化对全国的贡献为26.4个百分点，稍高于25.1

的全国统计。为消除余值的影响，本文的贡献率数据均基于26.4个百分点计算得到。
③ MR是假定迁出地城乡人口的迁出率相同的情况下人口迁移的对迁出地城镇化的影响，由于中西部的城

镇化水平本身很低，这种对中西部城镇人口外迁的虚拟假定影响并不大。实际上，中西部的迁移贡献率
MR加总不过2.26%，研究期内中西部城镇化平均水平以30%估算，即使所有迁出人口均来自农村，人口
迁移的影响也不过 2.26/(1-30%) = 3.23个百分点，其中 2.26个百分点已经扣除，相对于中西部的总贡献
率47.3%而言，影响并不大。

图 2 1982-2008年中国城镇化的区域贡献
Fig. 2 Regional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urbanization during

1982-2008

a. 水平贡献和迁移贡献

-1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1982-1990 1990-1995 1995-2000 2000-2005 2005-2008

时段

贡
献
率

（
%
）

东北 东部 西部 中部

b. 总贡献

-10

0

10

20

30

40

50

1982-1990 1990-1995 1995-2000 2000-2005 2005-2008

时段

贡
献
率
（
%
）

迁移贡献 东北 东部 西部 中部

1634



12期 曹广忠 等：中国城镇化地区贡献的内陆化演变与解释

到当地较低的城镇化水平的制约。
3.3 中国城镇化地区贡献的内陆化演变：地带的视角

水平贡献GR反映了区域城镇化速度的差异性，东部地区城镇化速度逐渐下降，中西
部城镇化速度持续提高，东北地区则在2000年之后结束了至少20年的衰退趋势，东部地
区城镇化的速度、水平及其对全国城镇化的贡献率始终高于其他地区。城镇化区域差异的
累积效应在20世纪末达到了最高值，同时人口省际迁移的规模迅速增大，迁移方向向经
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集中，因此人口省际迁移导致的迁移贡献率达到
历史最高的 11.3%。虽然东部地区城镇化速度持续下降、城镇化水平提高的贡献逐步降
低，却因吸纳了中西部的大量外来人口而对 1995-2000 年的全国城镇化作出了 66.3%的
贡献。

21世纪以来，中部地区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江西、河南、安徽、湖南的城镇化水
平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以上，远高于全国水平；四川、重庆、广西等西部地区的城镇化
速度也迅速提高。中、西部地区成为推动全国城镇化的重点区域，二者的水平贡献均达到
30%以上，尤其在2005年以后，中、西部的水平贡献均超过了东部地区。由于中西部仍有
大量人口外迁到城镇化水平显著高于内陆的东部沿海地区，其水平贡献中部分是农村人口
减少带动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因此如果考虑到东部城镇吸纳的大量中西部乡村人口，实际
上东部地区的总贡献率还是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约10个百分点。但不可否认的是，东部地
区在全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相对地位在逐步下降；中西部地区则在人口外迁和本地城镇化两
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对全国城镇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4 中国城镇化地区贡献的内陆化演变：省区的视角

随改革开放的推进，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迅速提
高，成为全国城镇化的最重要动力；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则普遍迟缓。因此，
20 世纪 80 年代，各省区对全国人口城镇化的贡献率差异已经非常明显，基尼系数达到
0.475，在20世纪末更是达到0.635。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重心向中西部转移，东部各
省的贡献率均出现了持续下降的局面，而中西部很多省区的贡献率则逐步提高，城镇化贡
献率的空间格局逐步均质化，基尼系数也降到了历史最低的0.440 (图3，表2)。

表1 1982-2008年中国各省区对全国城镇化的累积贡献
Tab. 1 Accumulated contributions of provinces to national urbanization during 1982-2008

累积贡献 累积贡献率 (%) 累积贡献 累积贡献率(%) 
省份 

Gi Mi Ti GRi MRi TRi 
省份 

Gi Mi Ti GRi MRi TRi 
广东 2.63 0.96 3.58 9.95 3.62 13.57 北京 0.22 0.28 0.51 0.84 1.07 1.91 
江苏 2.26 -0.03 2.23 8.57 -0.11  8.45 辽宁 0.60 -0.13 0.47 2.28 -0.49 1.79 
山东 2.09 -0.08 2.01 7.91 -0.29  7.62 内蒙古 0.43 -0.03 0.40 1.62 -0.11 1.52 
河南 1.62 -0.07 1.55 6.12 -0.25  5.87 甘肃 0.34 0.01 0.35 1.28 0.04 1.31 
河北 1.51 0.01 1.51 5.71 0.02  5.73 黑龙江 0.45 -0.15 0.30 1.72 -0.58 1.14 
四川 1.58 -0.23 1.35 5.98 -0.86  5.13 贵州 0.27 0.01 0.28 1.03 0.04 1.07 
湖南 1.42 -0.14 1.28 5.38 -0.52  4.85 新疆 0.17 0.11 0.28 0.63 0.42 1.04 
浙江 1.18 0.08 1.26 4.48 0.29  4.76 海南 0.22 0.03 0.25 0.84 0.10 0.94 
安徽 1.27 -0.08 1.19 4.80 -0.29  4.52 吉林 0.29 -0.07 0.22 1.11 -0.27 0.84 
湖北 1.32 -0.17 1.15 4.98 -0.63  4.35 天津 0.07 0.09 0.16 0.27 0.35 0.62 
广西 0.97 0.00 0.98 3.69 0.01  3.69 宁夏 0.10 0.03 0.13 0.38 0.10 0.47 
福建 0.78 0.05 0.83 2.95 0.18  3.13 青海 0.08 0.01 0.09 0.31 0.04 0.35 
江西 0.74 0.01 0.75 2.78 0.05  2.83 西藏 0.03 0.00 0.03 0.10 0.02 0.12 
云南 0.68 0.05 0.73 2.59 0.17  2.76 东部 11.32 1.61 12.93 42.87 6.08 48.96 
陕西 0.67 0.00 0.66 2.53 -0.02  2.51 中部 6.98 -0.41 6.57 26.42 -1.55 24.87 
山西 0.62 0.02 0.65 2.36 0.09  2.45 西部 6.10 -0.19 5.92 23.11 -0.71 22.40 
重庆 0.79 -0.15 0.64 2.98 -0.56  2.42 东北 1.35 -0.35 1.00 5.10 -1.33 3.77 
上海 0.36 0.22 0.58 1.37 0.85  2.21 全国 25.75 0.66 26.41 97.51 2.4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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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的省份一直占
据前5位中的3个以上，其中
广东的贡献虽最高，但优势
在新世纪以来显著下降；长
三角的贡献率在 2000年以前
持续提高，之后也有所下
降；京津冀的贡献率在波动
中逐渐上升。可以明显看出
沿海发展重心的北移，大都
市带之间逐渐均衡化。中部
地区则占据前 10位中的 4个
左右，其中湖南、河南和安
徽的贡献率持续稳定；湖北
省的贡献率则由 80 年代的
7.5%逐步下降到90年代后期
的4.4%，21世纪以来更是退
出了前10位；而江西省的贡
献率在则在2000年后有了大
幅提高，跻身前10位。

4 计量模型与结果分析

4.1 截面模型
对城镇化水平及其增长的

已有解释模型以截面模型为
主，借鉴 Zhang[12]与曹广忠和
刘涛的研究[3]，本文建立截面
模型如下：
Gi = β0 + β1 ln(UP0i) +

β2PGDPGi + β3NARCi +

β4 ln(EXPi) + β5 ln(FDIi) +

β6POLi + μi

(5)

式中：因变量Gi为研究期内省区 i对全国城镇化的水平贡献，包含本地城镇化的全部和迁
移人口的部分城镇化效应，由于迁移贡献与水平贡献的解释相差较大，不宜采用总贡献。
由于各省区对全国城镇化的贡献分析中考虑了人口规模的因素，首先选取省区 i在研究期
初的城镇人口UP0i，用以控制人口规模和城镇化初始水平的影响；PGDPG为研究期内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NARC为全社会就业人员中非农行业
就业所占比重在研究期内的变动百分点，反映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EXP和FDI是
研究期内各省区的累计出口额和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从吸引国际投资和参与国
际分工、利用国际市场两个方面考察全球化对区域城镇化的影响。控制影响区域城镇化过
程的上述主要变量后，本文重点考察区域开发政策的影响，用研究期内西部大开发、东北
振兴和中部崛起三大区域发展政策实施的年数POL表征，考察这些区域发展政策是否改变
了省区城镇化及其对全国贡献的空间格局。

对部分变量取对数后，首先对自变量进行共线性诊断，在 1982-2008 年的 5 个时期

图3 1982-2008年人口城镇化省区贡献率的变动 (%)
Fig. 3 Provincial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urbanization during 1982-2008 (%)

表2 1982-2008年贡献率前10位的省份
Tab. 2 Top 10 contributors to national urbanization during 1982-2008

 1982-1990 1990-1995 1995-2000 2000-2005 2005-2008 
1 广东 (15.2) 广东 (15.9) 广东 (20.8) 河北 (9.6) 河南 (10.0) 
2 山东 (11.8) 山东 (8.0) 江苏 (16.3) 广东 (8.7) 广东 (7.7) 
3 湖北 (7.5) 江苏 (7.5) 浙江 (8.5) 河南 (8.3) 江苏 (7.5) 
4 江苏 (6.8) 湖北 (7.2) 上海 (5.6) 山东 (7.8) 湖南 (6.5) 
5 浙江 (4.5) 四川 (6.3) 河北 (4.9) 江苏 (7.2) 河北 (6.4) 
6 湖南 (4.4) 河南 (5.8) 四川 (4.7) 安徽 (5.8) 四川 (6.0) 
7 河北 (4.0) 广西 (5.7) 湖南 (4.6) 四川 (5.5) 安徽 (5.8) 
8 河南 (3.9) 安徽 (5.2) 福建 (4.4) 江西 (5.2) 广西 (5.2) 
9 四川 (3.8) 湖南 (4.8) 湖北 (4.4) 浙江 (5.1) 山东 (5.2) 
10 安徽 (3.5) 福建 (4.0) 云南 (3.3) 湖南 (4.7) 江西 (4.2) 
总贡献率 65.3 70.4 77.6 67.9 64.5 
Gini系数 0.475 0.523 0.635 0.471 0.440 

注：括号内为贡献率，单位：%。 

1636



12期 曹广忠 等：中国城镇化地区贡献的内陆化演变与解释

内，各变量的方差膨
胀因子均在 10 以下，
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
线性问题 (表 3)。对 5
个时期的样本分别进
行截面 OLS 回归，并
对所有样本组成的混
合数据进行回归，所
有结果均能够通过异
方差检验，模型是稳
健的 (表4)。

截面数据模型的
结果表明，区域发展
政 策 的 实 施 在
2000-2005 年 促 进 了
相应地区的城镇化进
程，对全国的城镇化
及其空间格局变动起
到了显著的推动作
用；工业化的促进作
用主要体现在1995年以前；改革开放初期的10余年，东部地区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发展是
促进其城镇化显著快于中西部地区的主要因素，但外资的进入并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
济增长速度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并不显著。以上模型的结果具有强烈的波动性，有
些与现实观察有较多难以解释的出入。研究发现，这些模型的解释力十分有限，大多不足
全部空间差异性的50%，有些甚至连F检验也难以通过，以上结果的可信度可能并不高，
样本量过少和个别变量间的共线性导致回归结果的不稳定是其主要原因。
4.2 面板数据模型

为了提高模型的自由度、综合考察省区城镇化贡献的时空差异性，本文建立面板数据
模型考察政策和经济社会因素对省区城镇化的全国贡献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Git = β0 + β1 ln(UP0it) + β2PGDPGit + β3NARCit + β4 ln(EXPit) + β5 ln(FDIit) + β6POLit + μi + εit (6)

变量定义与截面数据模型一致，t为时间序列变量，μi表示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时各地
区不随时间变化的效应，εit是残差项。分别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
析，用Hausman检验比较二者的结果。Hausman统计量为 187.88，在 0.01的水平上显著，
拒绝了两种回归系数无显著差异的原假设，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符合省区总体的实际情
况。固定效应反映了一些不随时间变化的省区特征，这些特征恰好反映了城镇化受到不可
控空间因素的普遍影响，也是区域差异研究的意义之一。异方差性的White检验结果显
示，同方差性假定被显著地拒绝。为解决异方差性而选取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 (FGLS) 估
计，但FGLS仅适用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首先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去除固定效应的处
理，然后进行FGLS估计，结果见表5。

从近30年来的总体趋势看，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中国省区城镇化的速度与其初始
水平显著负相关，城镇化的省区差距在缩小，出现了条件β趋同现象。模型 I与模型 II中
LNUP0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没有本质差异，证明了模型的稳健性。

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省区贡献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体现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更
加密切，自然地理条件、政策环境等非市场因素对城镇化的影响份额正在被市场力量所挤

表3 共线性检验 (VIF值)
Tab. 3 Test of multicollinearity (VIF)

 1982-1990 1990-1995 1995-2000 2000-2005 2005-2008 全部样本 
LNUP0 3.27 3.01 3.98 2.97 5.31 3.05 
PGDPG 1.52 2.57 1.34 1.53 2.22 1.42 
NARC 1.44 1.2 1.61 1.82 1.28 1.42 
LNEXP 4.19 6.69 6.78 4.34 8.85 4.25 
LNFDI 4.44 5.26 8.46 5.16 5.55 4.05 
POL    2.12 3.33 1.14 
 

表4 截面数据OLS估计结果
Tab. 4 OLS estimation of cross-sectional data

 1982-1990 1990-1995 1995-2000 2000-2005 2005-2008 
LNUP0 0.044 (0.65) 0.110 (3.11)*** 0.018 (0.4) 0.163 (3.61)*** 0.125 (3.63)*** 
PGDPG 0.098 (0.93) 0.022 (0.33) -0.065 (-0.35) 0.065 (0.55) -0.001 (-0.01) 
NARC 2.618 (2.57)** 2.793 (3.89)*** 0.774 (0.86) 1.428 (1.22) 1.744 (1.27) 
LNEXP 0.114 (2.57)** 0.064 (1.98)* 0.027 (0.79) -0.014 (-0.47) -0.027 (-1.17) 
LNFDI -0.031 (-1.18) -0.034 (-2.43)** 0.006 (0.19) -0.033 (-1.01) -0.009 (-0.48) 
POL    -0.027 (-1.79)* -0.009 (-0.51) 
C -1.561 (-3.71)*** -1.239 (-4.72)*** -0.472 (-2.12)** -0.381 (-1.15) -0.277 (-1.11) 
N 29 30 30 31 31 
F 6.54*** 10.81*** 1.84 4.17*** 4.82*** 
Adj-R2 0.498 0.628 0.127 0.388 0.433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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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3]。然而，就业结构的非农化并没有表现出
显著的影响，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城镇化与工
业化的协调程度并不高，二者相脱离的现象在
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尤其容易出现，比如超
前征地、农村土地整理等都将很多从事农业活
动的居民在短期内变成城市或小城镇居民；而
大规模的乡村工业化却没有带动相应的城镇
化，导致二者关系的松散。另一方面，很多地
区通过“退二进三”式的产业结构调整模式而
推动城镇化的发展，服务业就业增长的同时，
工业企业吸纳的劳动力在降低，也即城镇化是
由非农产业内部结构变动引起的，而不是缘于
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转换[33]。

模型证实了东部沿海省区远高于内陆的城镇化贡献与其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但这种关联性主要体现在参与全球劳动分工，开发国际市场，而非吸引外资[19]。换言之，
虽然对外开放政策为中国东部地区参与全球化的浪潮提供了机会，外资进入、产品出口的
空间差异性都能从政策、地理、文化等方面找到更根本的原因，内生视角对中国城镇化及
其区域差异的解释得到了广泛的理论和实证支持[3, 34-35]。

为综合考察区域发展战略对省区城镇化及其运行机制的影响，将含有政策变量的模型
与不含政策变量的模型进行对比。加入政策变量后，其他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并没有发生
本质改变，也即区域发展战略并没有影响到中国省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但其回归系数为
显著的正值，根据回归结果估算，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3大战略
促进内陆省份每年为全国城镇化贡献约为 0.06 个百分点，占内陆地区总贡献的 8.7%左
右，收到了显著成效。

5 城镇化重心转移的初步解释

对于模型识别出的城镇化格局演变的核心驱动因素，对外联系的强化、区域开发政策
和经济快速发展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方式有何不同？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机理如何?城镇化
重心的转移是阶段性规律，抑或长期趋势?这些问题都需要更进一步的深入讨论。
5.1 区域开发政策带动国家和社会投资重心转移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世纪之交作为国家战略提出来，大量国家预算内投资转向西部
地区，之后西部历年人均国家预算内投资都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3年末提出的振兴
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和2006年正式提出的中部崛起战略也都在当年或次年改变了国家
投资的分布，这种趋势同样持续至今。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提出使得人均国家预算内投资
的高强度区域从东部迅速转移到西部和东北地区，中部地区由于人口众多而优势不够明
显，但同样远超过东部水平，且保持着持续增长的趋势 (图4)。

高强度的国家投资导致内陆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表现出典型的政府推动型特征：2008
年，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投资仅占2.2%，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却分别达到
5.1%、7.2%和4.3%。国家投资对内陆地区基础设施等发展条件的改善吸引了更多的社会
资本，虽然东部地区至今一直是投资的最热点地区，但从2000年开始，其对资本的相对
吸引力已经有所下降。尤其是“十一五”以来，内陆地区对国内、国际资本的吸引力迅速
提高。国家的区域开发政策不仅促进了国家投资向内地的倾斜，而且进一步带动了社会资
本投资重心由沿海向内陆地区的转移。

表5 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
Tab. 5 Results of panel data model

模型I 模型II  
系数 z统计量 系数 z统计量 

LNUP0 -0.104*** -3.35 -0.139*** -4.82 
PGDPG 0.043*** 4.57 0.027*** 3.03 
NARC 0.043 0.26 -0.013 -0.08 
LNEXP 0.039*** 4.7 0.032*** 4.73 
LNFDI -0.002 -0.4 -0.000 0.00 
POL   0.009*** 3.09 
C 0.313* 1.76 0.640*** 3.57 
N 151  151  
Wald �2 76.06  77.61  
P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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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对区域发展的促进作用在
相对落后地区表现得尤其显著，有助于地区
差距的缩小[19, 36-37]。投资强度的提高不仅带来
当期的非农岗位需求，更重要的是为发展迟
缓的经济社会系统注入了新的动力，促进了
资源、能源、装备制造和一些轻工业的发展，
资本积累和产业发展对劳动力产生了持续增
长的需求，促进乡村农业劳动力向城镇非农
产业转移，为内陆地区城镇化提供持续的推
进力，逐步提高内陆地区在全国城镇化过程
中的贡献。
5.2 东部的区位和政策优势弱化，区域

发展条件趋同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全

国城镇化的核心地区，其优势主要来源于
沿海的区位和改革开放系列政策的支持。
2000-2002年，西部主要城市普遍设立了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部城市独有的相
关政策随之向西部普及[38]；持续的基础设施
投资大大缩短了区域间的时间距离，东部
地区的区位优势也逐步弱化。姚洋的新近
研究证实了二者的解释力几乎丧失[23]。

区域发展条件的趋同从根本上促进了
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空间格局的趋同。一方
面，经过 30年的快速发展，东部地区的土
地逐渐紧缺，产业的过度集聚催生了大量
的岗位需求，劳动力成本进入快速上涨
期，部分企业开始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更
低的中西部地区寻求新的发展空间。虽然资源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当前中国产业区域转移
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39]，然而电器电子类、非金属制品、纺织服装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同样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内陆化现象，同时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和集聚[40]，为区域城
镇化提供了持续的有力支撑。

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越来越为全球所关注，与东部地区共同参与全球化的竞争，分
享全球化的机遇与成果。虽然外商直接投资 (FDI) 高度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现象没有发
生根本变化，但内陆地区对FDI的相对吸引力正在逐步提高，尤其是 2004年以来，东部
地区的相对优势下降趋势一直非常显著。从出口方面看，东部地区的优势更加明显，人均
出口额是中西部的十倍以上，然而，近年来同样出现了小幅下降的趋势。随着大规模投资
带动内陆地区产业发展的累积效应、内陆城市的全面开放和沿边口岸的快速发展，“中国
制造”将不再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专利，通过参与全球分工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城镇化快速
发展的规律也将在内陆地区广泛出现，多元推动的城镇化模式也将成为内陆地区推动全国
城镇化的有力保障 (图5)。
5.3 流动人口的返乡效应逐步显现，人口迁移方向多元化

人口流动的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区的经济活力，人口流动方向与规模的变化可
以看作区域发展趋势的风向标[41]。国家和社会资本向内陆地区的集中带动当地产业发展，
就业需求量逐渐提高，不仅解决了更多的当地剩余劳动力，也催生了外出务工人员的返乡

图4 1995-2008年人均国家投资 (a) 和全部投资 (b)
相对值的区域分布变动

Fig. 4 Spatial changes of per capita investments from the
state and all investors during 1995-2008 (relative value)

注：相对值即某区域内该指标的人均值与全国人均值的比
值，消除了人口分布空间差异的影响，下同。“全部投
资”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家投资”指其中的国
家预算内投资。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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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随着年龄的增长，外出务工人员不可
能永远在外务工，在中国当前的户籍制度
和社会保障体系下，返乡成为多数人的选
择。据 2002年一项针对中部 3县 30村的调
查，2001 年返乡农民工相当于在外务工人
员总数的57.4%，比1997年增长95.7%。这
些返乡农民工有半数以上不再单纯从事外
出之前的农业活动，而是寻求在当地从事
非农就业，带动了当地非农就业大幅度增
长，促进农村城镇化[42]。

在返乡农民工中，有些中青年劳动力
不再寻求雇主，而是选择了自行创业，不
仅实现了自身的再就业，而且为当地农村
劳动力提供了新的非农就业岗位。由于这
些企业多数选择在村镇，对农村地区的工
业化和城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据农业部
乡镇企业局公布的数据，全国已有近500万
农民工回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开办工商
企业，兴办的企业总数约占全国乡镇企业
总数的1/5[43]。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工回
乡创业步伐明显加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牵头的课题组于 2007 年对全国 101 个劳
务输出示范县的调查显示，截至 2006 年，
创业者占返乡农民工的 8.3%；2000年之后
的返乡创业者占返乡创业者总数的65.4%，其中2003-2007年的年均创业人数相当于20世
纪90年代年均值的3.1倍[25]。

作为外出务工的一种派生现象，回乡创业者的迅速增长表明返乡潮并非一时的偶然现
象，而是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双向化”趋势，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对流出地发展的长期效
应开始显现，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城镇化效应不再局限于城镇化水平这个数字本身，而是开
始对迁出地的经济社会结构产生变革性的影响。农民工返乡务工和返乡创业对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已经超过返乡或创业活动本身。尽管在发展过程中难免遇到一些困难和
挫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现象及其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对中国城镇化的格局也将产
生持续的重要影响。

6 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伴随着空间格局的不断变迁，东部沿海地
区一直是全国城镇化最重要的贡献者，累积贡献率高达49%，其中广东、江苏和山东三省
的贡献率就达到30%。由于东部地区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人口规模，东部地区主导的城镇
化格局在一定时期内仍将继续保持。

然而 21 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的重心出现了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河
南、安徽、湖南、江西和四川等都为中国城镇化作出了较大贡献，而东部省区的贡献率则
普遍降低，从个别沿海省份推动到东、中、西部各省区共同推动，中国城镇化的动力地区
逐渐多元化和均质化，这种转变在近年来有加剧的趋势。与经济增长的规律一致，各省区

图5 1995-2008年实际利用FDI (a) 和出口额 (b) 相对
值的区域分布变动

Fig. 5 Spatial change of FDI and export during 1995-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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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国城镇化的贡献也出现了显著的条件β趋同。究其原因，区域发展战略向内陆地区的
转移使得沿海地区特有的政策优势逐渐弱化，基础设施的发展促进了地带间的联系，沿海
与内陆的政策与区位条件均出现均一化的趋势。受此影响，国家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
心逐渐向内陆转移，沿海产业向内陆地区的战略性迁移方兴未艾，内陆地区参与全球分
工、拓展国际市场的步伐正在加快，带动了当地产业体系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持续
提升。

产业发展和城镇扩张速度的差异性是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的决定因素，人口省际迁移
对城镇化贡献率格局的影响有限。然而，近年来流动人口返乡务工和返乡创业的趋势非常
明显，人口流动“双向化”，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城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流动人
口对流出地发展的长期效应开始显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现象及其作用将会越来越明
显，对中国城镇化的格局也将产生持续的重要影响。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虽然中部地区对全国城镇化的贡献率较高，但这部分受其庞
大人口规模的影响，城镇化速度相对四川、重庆、陕西等西部省区的优势并不明显。人均
投资反映的经济吸引力甚至不及西部地区，东部产业向西部地区跳跃式迁移的现象普遍存
在。相对于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战略对区域发展和城镇化的效应似乎也并不
显著。作为临近东部、劳动力充足、基础设施和人口素质等发展条件相对较好的欠发达地
区，其区位优势的发挥需要更多的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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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ing Role of Inland Regions in China's Urban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New Trend and Its Explanation

CAO Guangzhong1; LIU Tao2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Much global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China's stable and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in recent 30 year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Using a decomposition
method, this paper extracts the contribution of each province from the national urbanization,
and then divides it into growth effect and migration effect, which respectively represent
performances of cities in the province in absorbing rural residents from villages in the
province per se, as well as migrants from other provinces. Major findings are outlined as
follows. (1) The coast-inland gap had been characterized by spatial disparity of China's
urbanization for a long time until the new century. The east coastal provinces, with the most
remarkable urban expansion and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have contributed 49% of the
national urbanization due to special policies and location advantages. Although the
urbanization there was going at a slower pace, its contribution to China's urbanization was
still the greatest, with a peak of more than 60% in the late 1990s. (2)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especially since 2005, however, inland regions have played a rising role in the
national urbanization. As a consequence both to high speed of local urbanization and to the
reduction of emigration, contribution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to the national
urbanization have increased rapidly. In the recent period of 2005-2008, for instance, either of
them contributed about 30% of the total urbanization. Although their gap to eastern provinces
still exists, it comes mostly from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or the migration effects. The
growth effects of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are all about 30% . (3) Based on the
regression results, three new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known as Western Development,
Revitalization of Old Industrial Bases in Northeast China, and Rising of Central China, have
promoted the national urbanization by some 0.06 percentage point every year, which is about
8.7% of the total contribution of inland provinces, although there are not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mechanism of China's regional urbanization. (4) The effect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is derived not only from the direct investment from governments but also from the
subsequ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investment. The large scal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driven by these investments has narrowed the coast-inland gap under policy and location
conditions. Consequently, return migra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er from coastal provinces to
inland regions have ultimately resulted in the abovementioned rising role of inland regions in
China's urban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urbanization; center of gravity; inland China; policy analysis; return migration;
new trends; China

1643


